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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教育研究领域是应用混合方法研究的主要阵地。 传统上,在应用混合方法研究

时,研究者较为重视方法上的叠加(1+1 = 2),但随着实践的持续推进,日益强调在同一研

究中综合量化和质性研究以使它们互为增值(1+1 = 3)。 在实践应用中,应当克服方法混

合实践中的二元割裂,在研究过程的每一步都做到协同(既要 1+1 = 3,又要 1+1 = 1)。 混

合方法研究中的混合不只是技术上混合,也是哲学假设、研究过程和总体研究设计上的混

合。 为在 1+1 = 3 的基础上实现 1+1 = 1,在应用混合方法开展教育研究时,需特别注意以

下 5 个要素:应用混合方法的目的是什么,在混合方法研究中如何考虑理论的位置,在开

展具体研究设计时如何考虑时序,在研究进程中有哪些整合点,在开展研究工作时可以选

择何种总体设计。 本土教育研究人员在应用混合方法研究时,应明确说明目的、理论驱

动、时序等要素,尝试探索多重目的设计,重视理论的生产,积极探索多种时序组合,关注

多点整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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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问题提出
   

研究是就特定主题或问题进行系统而深入的探究,旨在获取新知识、理解基本原理、发现和识别

模式或趋势的社会过程。 它涉及从不同渠道收集数据或信息并加以分析和解释。 就其本质而言,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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究兼具智识和创造性,是特殊的知识探索活动,需要借助研究设计方能实现[1-2] 。 研究设计是对研究

过程的总体规划,通常由研究范式所指引。 研究范式是一整套关于本体论、认知论和方法论的偏好与

选择,反映的是研究者对于世界的本质、知识的性质和形式、获取知识的手段的理解和看法,对于数据

的收集、分析和解释均具有重要的指导作用[3] 。
   

在较长一段历史时期内,量化研究和质性研究被视为社会科学研究中的主导性范式。 量化研究

偏重测量,研究者可以从许多个体身上收集数据、在较广的范围内评估趋势;质性研究偏重生成细节

信息,而且这些信息由参与者提供并高度情景化———研究者讲述体验并赋予自身的体验以意义[4] 。
量化研究背后的基本哲学假设是实证主义或后实证主义。 实证主义或后实证主义认为,存在单一的

社会现实,研究者需要通过客观测量和量化分析来识别因果关系;研究者必须在价值观上客观并避免

偏见———这是研究的“黄金法则”。 质性研究者背后的基本哲学假设是建构主义或诠释主义,建构主

义和诠释主义者认为,存在多元现实,强调研究人员对现实可能存在不同的理解和解释。 这些解释由

开展研究时存在的特定环境所塑造,研究者需通过详细描述研究参与者的经验来阐明他们建构的现

实[5] 。 在这种范式中,研究者是主观的,而非客观和价值中立的。
   

传统上认为,社会科学研究者需要在上述两个范式之间做出非此即彼的选择[6] 。 20 世纪 80 年

代,正是范式之争最激烈的年代,当时兴起的后实证主义者和建构主义者各执一词,而且各自阵营中

的纯粹主义者都认为彼此间的差异无法消除,量化范式和质性范式(连同相关联的方法)无法也不可

能兼容并加以混合。 直到 20 世纪 90 年代,这种情况才有所改变———越来越多的研究者认为二者可

以兼容,并指出应当以研究问题为基础判断是否需要混合使用两种方法,并匹配特定的研究设计以更

好地回答研究问题。
   

到了 21 世纪初,社会科学研究者越来越倾向于接受两种范式兼容的观点,并将混合方法研究称

为继量化、质性之后研究方法论中第三种运动( third
 

movement)。 有研究者甚至断言,混合方法研究

将是大部分教育研究者开展研究的主导型范式,其实“运动”的提法本身就包含趋势的深意。 随着混

合方法研究的不断发展,塔沙科里(Tashakkori)等于 2003 年指出,其已经进入“青春期” [7] 。 2019 年,
奥韦格布兹(Onwuegbuzie)等更是宣称其已经进入“初步成年期” [8] 。 成年的主要标志包括:已有大

量的专门出版物、几本专门的学术期刊和专门的研究组织出现。 在 2023 年的一份系统性综述中,奥
韦格布兹指出,当年及之前,至少已经有 95 本主要或专门的关于混合方法的书籍和 5 本专门的工具

书出版;2007 年和 2020 年,专门的《混合方法期刊》 ( JMMR)和《混合方法研究期刊》 ( JOMES)先后

创刊;美国教育研究会、美国评估学会等学术组织还分别于 2004 年和 2010 年先后成立混合方法研究

特别研究话题小组。 2013 年,专门的混合方法研究国际研究学会(MMIRA)成立[9] 。
   

克雷斯韦尔(Creswell)曾撰文指出,教育工作者和社会科学研究人员面临的教育问题日趋复杂,
要解决这些复杂的跨学科问题,客观上需要有一个更大的研究设计和方法工具箱。 他所言的大工具

箱实际上是一个包含着量化和质性研究技能的混合工具箱。 “当研究者可以整合量化和质性研究

时,两种方法的力量就可以得到充分发挥,便可以帮助我们更好地理解研究问题,取得单一依赖某种

方法不能取得的效果。” [10]
   

但混合方法研究的工具箱到底是什么? “包含”又容易使人认为混合意味着工具的堆砌? 此中

困扰、纠结和解决方案,研究人员有过简练的表达。 在最简单的意义上,混合意味着 1+1 = 2,即量化

和质性两种方法的叠加。 但费特斯(Fetters)等曾引入一个混合方法研究公式来表达量化研究和质性

研究的关系———1+1 = 3。 其中深意是,当混合使用两种方法时,它们交互发生、互为增值,可以取得较

两者简单相加更好的效果,但在实际操作中,研究人员又容易将交互理解为量化和质性研究各自独立

展开再在数据分析处进行结合。 这样,在最基本的操作层面,两种方法的二元割裂问题便无法得到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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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 他指出,应当在 1+1 = 3 的基础上引入新的公式 1+1 = 1 来凸显混合的深意———在研究的各个阶

段实现量化和质性研究的整合与协同。 1+1 = 1 不是对 1+1 = 3 的替代,而是补充。 1+1 = 1 到底意味

着什么,需要在理论层面和实践层面分别加以理解,但奥韦格布兹提出的概念化、规划、传播以及应用

四阶段整合理论又似不具操作性[8] 。
   

教育研究是一项集体事业,需要研究人员在前人认识和实践的基础上,持续积累认识甚至是试

错,以推进研究方法的发展。 目前,已有不少混合方法研究教科书被引入中文世界,这些教科书还较

为系统地介绍了混合方法研究的定义、发展脉络、核心特征、优势和具体使用。 在中文教育研究界,还
有诸多使用混合方法的宝贵尝试和部分专门的方法论反思[11-14] 。 本文成文的基本目标是,根据上述

背景和前人探索,结合新近文献较为系统地对混合方法研究发展和概念的新认识进行梳理,为在

1+1 = 3 和 1+1 = 1 的层面上理解混合方法研究提供理论基础;结合应用混合方法时需要考虑的 5 个

基本要素(包括应用混合方法的目的,应用混合研究时理论的位置,在应用混合方法时如何考虑时

序,如何考虑整合点以及混合研究设计的基本类型)来做一些基本的类型学划分。 此外,本文还尝试

分析近 10 年中文教育研究类文献如何尝试使用混合方法研究,为如何开展混合研究设计、在 1+1= 3(方
法的混合)的基础上做到 1+1 = 1(方法的整合)提供参考。

二、混合方法研究:1+1 的历史与 1+1 等于几的理论基础
   

(一)发展小史:名上的 1+1 与实上的 1+1
   

研究者常将研究人员应用混合方法的历史追溯到 20 世纪 80 年代晚期和 90 年代早期,但克雷斯

韦尔曾简要回顾混合方法研究发展和应用的历史,指出可以将其追溯到 20 世纪 70 年代,因为早在

1979 年就已经有研究人员撰文指出同时收集量化和质性数据的重要性[15] 。 只不过在当时,研究者

并不将这一做法概念化为一种独特的研究范式。 麦可斯威尔(Maxwell)则将混合方法研究的历史往

前推进了一步。 他指出,在关于混合方法的研究和教科书中,许多早期结合使用量化和质性方法与数

据的研究都被忽视了。 原因之一也许在于,那些系统地推动这一方法发展和为其制定标准的人,可能

更倾向于将自己置于这场范式运动的中心,而不愿意将众多系统地使用这一方法却没有将自己的尝

试定义为混合方法研究的人囊括在方法论史当中[16] 。
   

麦可斯威尔借用普拉特(Platt)的话指出,众多关于专门领域方法论的教科书在撰写历史时会陷

入“源头迷思”———系统扭曲方法的真实发展状况以“使当代人的偏好合法化”———我们总带着自己

的预设、概念和目标去理解过去,而有意忽视或者误读了前人如何对他们的行动加以概念化[17] 。 历

史学家将此称之为厚今薄古(presentism)。 麦可斯威尔区分了在混合方法研究的发展方面自觉而有

意识的概念化尝试和其他无意识的努力(例如,在实践上确实结合使用了质性和量化概念、方法和数

据,却并没有在严格意义上使用相关概念的努力)后指出,在自然科学领域结合使用量化和质性研究

的尝试早于社会科学。 例如,早在 17 世纪,天文学研究中就常结合使用文字描述和测量技术。 在后

来的地质学、医学、流行病学中莫不如此。 社会科学中综合使用量化和质性研究方法的尝试,可以追

溯到 19 世纪末和 20 世纪初针对社会问题和心理学的研究。 杜波依斯(Du
 

Bois)在《费城黑人》一书

中甚至清晰地描述了如何在经验性的田野研究中结合使用质性和量化方法[18] 。 后来始于 1924 年的

霍桑研究和另 3 项重要的社区研究(《中镇》 《马林塔尔》 《洋基》)也都做了类似的有意或系统化尝

试。 其他类似实践一直持续到 20 世纪后半期,在布劳(Blau)、道尔顿(Dalton)、李普塞特(Lipset)、
 

特罗(Trow)、科尔曼(Coleman)的研究中都有体现[16] 。 然而,在关于混合方法研究的教科书中,这些

却很少被提及———在译介克雷斯威尔所著的《混合方法研究导论》一书时,李敏谊曾做过尝试,即在代

译序部分介绍了部分应用混合方法的早期研究。 若按此思路分析下去,我国早期的人类学和社会学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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驱所开展的研究,如 1928—1947 年的西南边疆调查、费孝通的《江村经济》 [19] ,都或多或少可算作混合

方法研究成果。 这样,在更宽泛的意义上追溯下去,应用混合方法研究的历史就要更长。
   

麦可斯威尔的分析和批评提醒我们注意,至少有两种关于混合方法研究历史的分析思路:一种思

路重视“名”,即研究人员的概念化尝试;另一种思路重视“实”,即研究人员实际做了什么比说了什么

更重要。 按照这种说法,混合方法研究在范式之争之前便已存在,所以混合方法研究诞生于范式斗争中

的说法自然就不太准确。 按照上面两种思路分析下去,就会有两种历史观———小历史观和大历史观。
   

持小历史观的人,如克雷斯韦尔认为,关于混合方法研究历史的梳理,应当核心关注对混合方法

研究的概念化工作及进展,并指出对混合方法研究所进行的概念化尝试主要存在于世界上几个不同

的地区沿着几条相互独立的线索展开。 在他的梳理中,1988 年美国的两位社会学教授———康涅狄格

州三一学院的约翰·布鲁尔( John
 

Brewer)和西北大学的阿尔伯特·亨特(Albert
 

Hunter)———合作出

版了第一本探讨综合质性和量化数据方法的书籍,名为《多方法研究:一种综合的路径》 (Multimethod
 

Research:
 

A
 

Synthesis
 

of
 

Styles) [20] 。 同年,管理与组织研究领域的一位英国专家布里曼(Bryman)出版

了第二本关于混合方法研究的书籍,名为《社会研究中的量化与质性研究》 [21] 。 也是在同一年,康奈

尔大学的教育家詹妮弗·格林( Jennifer
 

Greene)及其同事在路易斯安那州新奥尔良举行的美国评估

协会年会上提交了一篇题为“混合方法评估设计”的论文。 1989 年,这篇论文在《教育评估与政策分

析》期刊上刊发,题为《混合方法评估设计的概念框架》 [22] 。 此外,克雷斯韦尔于 1989 年开始撰写关

于“质性和量化设计”手稿,后来该手稿成为他 1994 年出版的著作《研究设计:质性和量化方法》(Re-
search

 

Design:
 

Qualitative
 

and
 

Quantitative
 

Approaches)中的一章[23] 。
   

持大历史观的人,如奥韦格布兹将混合方法研究的历史追溯至更早期,认为其源头可追溯到原始

经验主义哲学家(如亚里士多德)———他们认为主体间性是真相的组成部分。 而在中世纪阶段(涵盖

文艺复兴时期的部分时间、文艺复兴时期、浪漫主义时期),原始混合方法运动采取的是一种有别于

(原始)量化和(原始)质性方法的中间立场,声称知识的建构源于理性和想象的结合。 不过,在相当

长一段历史时期,混合方法研究一直被(纯粹的)量化研究者和质性研究者边缘化[24] 。 实际上,混合

方法研究经历了 8 个重要的发展阶段:(1)社会和行为科学正式出现时期(1900—1929 年);(2)传统

时期(1930—1949 年);(3)后实证主义时期(1950—1969 年);(4)人文科学中混合方法研究的多样

化发展阶段(1970—1979 年);(5)范式之争时期(1980—1989 年);(6)将混合方法作为一种独特的

方法论取向进行制度化时期(1990—2009 年);(7)混合方法研究的成熟期(2010—2014 年);(8)整

合出现的时期,即混合方法 2. 0 阶段(2015 年至今) [9] 。
   

2020 年,阿斯昆(Askun)等曾立足 Web
 

of
 

Science 文献库,通过搜索标题、摘要和关键词等方式,
采用文献计量法分析了 1999—2018 年出版的 1

 

623 篇混合方法研究文献,以期待了解混合方法应用

的基本图景。 他们描述的几条规律特别有助于我们了解混合方法的使用现状,具体如下:(1)这些文

章的篇均引用次数为 11. 42,表明它们易被广泛引用且具有相当的影响力;(2)每篇文章平均有 3. 29
位作者,意味着该领域的工作通常是合作的产物;(3)在发表混合研究最活跃的 20 种期刊上所发表

的论文数占总论文数的 19% ,其中《混合方法期刊》又是这些期刊中最为活跃的专门混合方法期刊;
(4)如果按照高被引指数(h-index)、总被引频次和论文发表数量综合衡量,在混合研究方面最为活跃且

排名前 5,同时又在中文学术界较为熟悉的作者分别是克雷斯韦尔、奥韦格布兹、克拉克、费特斯、约翰逊

(前 3 人均有所著教科书被翻译成中文),另外排名第十三的布里曼也为中文学术界所熟知;(5)在被这

些文章引用最多的 20 种经典混合方法文献中,包括图书 10 种、文章 7 篇和著作章节 3 篇(见表 1),其中

也包括我们较为熟悉的克雷斯韦尔和克拉克合著的《混合方法研究:设计与实施》《研究设计:质性,量化

以及混合研究》,以及特德利和塔沙克里合著的《混合方法:质性和量化路径的结合》等[2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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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混合方法研究的主要文献[25]

作者 年份 文献名 类型

CRESWELL
 

J
 

W
 

&
 

CLARK
 

V
 

L
 

P 2007 Designing
 

and
 

conducting
 

mixed
 

methods
 

research 著作

CRESWELL
 

J
 

W
 

&
 

CLARK
 

V
 

L
 

P 2011 Designing
 

and
 

conducting
 

mixed
 

methods
 

research 著作

JOHNSON
 

R
 

B
 

&
 

ONWUEGBUZIE
 

A
 

J 2004 Mixed
 

methods
 

research:
 

a
 

research
 

paradigm
 

whose
 

time
 

has
 

come 论文

JOHNSON
 

R
 

B
 

,
 

ONWUEGBUZIE
 

A
 

J,
 

TURNER
 

L
 

A
2007 Toward

 

a
 

definition
 

of
 

mixed
 

methods
 

research 论文

GREEN
 

J,
 

CARACELLI
 

V
 

J,
 

GRA-HAM
 

W
 

F 1989 Toward
 

a
 

conceptual
 

framework
 

for
 

mixed-method
 

evaluation
 

designs 论文

TEDDLIE
 

C
 

&
 

TASHAKKORI
 

A 2009 Foundations
 

of
 

mixed
 

methods
 

research:
 

integrating
 

qualitative
 

and
 

quantitative
 

approaches
 

in
 

the
 

social
 

and
 

behavioral
 

sciences 论文

TASHAKKORI
 

A
 

&
 

TEDDLIE,C 2003 Handbook
 

of
 

mixed
 

methods
 

in
 

social
 

&
 

behavioral
 

research 著作

BRYMAN
 

A 2007 Barriers
 

to
 

integrating
 

quantitative
 

and
 

qualitative
 

research 论文

TASHAKKORI
 

A
 

&
 

TEDDLIE
 

C 1998 Mixed
 

methodology:
 

combining
 

qualitative
 

and
 

quantitative
 

approaches 著作

CRESWELL
 

J
 

W
 

&
 

CLARK
 

V
 

L
 

P 2003 Research
 

design
 

qualitative,
 

quantitative,
 

and
 

mixed
 

methods 著作

BRYMAN
 

A 2006 Integrating
 

quantitative
 

and
 

qualitative
 

research:
 

how
 

is
 

it
 

done? 论文

GREENE
 

J 2007 Mixed
 

methods
 

social 著作

MORGAN
 

D
 

L 2007 Paradigms
 

lost,
 

and
 

pragmatism
 

regained:
 

methodological
 

im-
plications

 

of
 

combining
 

qualitative
 

and
 

quantitative
 

methods 论文

MILES
 

M
 

B
 

&
 

HUBERMAN
 

A
 

M 1994 Qualitative
 

data
 

analysis:
 

an
 

expanded
 

sourcebook 著作

CRESWELL
 

J
 

W,et
 

al 2003 Advanced
 

mixed
 

methods
 

research
 

designs 章节

GLASER
 

B
 

G
 

&
 

STRAUSS
 

A
 

L 1967 The
 

discovery
 

of
 

grounded
 

theory:
 

strategies
 

for
 

qualitative
 

re-
search 著作

LINCOLN
 

Y
 

S
 

&
 

GUBA
 

E
 

G 1985 Naturalistic
 

inquiry 著作

MORSE
 

J
 

M 1991 Approaches
 

to
 

qualitative-quantitative
 

methodological
 

triangula-
tion 论文

CRESWELL
 

J
 

W 2009 Research
 

design
 

qualitative,
 

quantitative,
 

and
 

mixed
 

methods 著作

TEDDLIE
 

C
 

&
 

TASHAKKORI
 

A 2003 Major
 

issues
 

and
 

controversies
 

in
 

the
 

use
 

of
 

mixed
 

methods
 

in
 

the
 

social
 

and
 

behavioral
 

sciences 章节

(二)定义和哲学假设:1+1 = 2 或 3 或 1 关乎技术、设计和哲学假设
   

在一般意义上,研究者认为,假如单个研究在技术、方法、路径、概念或语言上结合使用了量化和

质性研究,便可以将这种研究尝试定义为一项混合方法研究。 这一定义包括两个关键内容:一是研究

人员是有意选择量化和质性方法的要素并组合使用,以分析、解释和讨论自身的研究问题。 如此,量
化研究发现和质性研究发现便可互为补充[10] 。 二是质性和量化两种方法的交替使用。 亨特(Hunter)
和布鲁尔(Brewer)曾指出,在相当长一段时期内,混合方法研究被置于术语“多方法” (multimethod)
之下[26] ,但塔沙科里等指出应当将混合方法与一般的“多方法”一词区分开[7] 。 在同一项研究中结

合使用同一范式下几种技术层面研究方法的研究应当被定义为“多方法”研究,而混合方法研究仅包

含那些有意纳入量化和质性两种方法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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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上述说法有可能让人认为混合方法研究只是一个技术概念,只是简单的 1+1 的加法工作,
其结果也许只是简单的 1+1 = 2。 就像克雷斯韦尔曾指出过的,学界判断一项研究是否为混合方法研

究的一个基本标准是,看其是否因需要回答量化和质性类型的研究问题而收集量化和质性数据,并将

这两种来源的数据进行合并、联系或组合,同时这样的尝试构成一项单一研究的不同部分或不同阶

段。 不过,他也指出,以这种方式概念化混合方法研究的困境在于,应用混合方法的学者来自社会和

人文科学的各个领域(如社会学、心理学、市场营销、教育学、传播学、家庭医学和护理学等),他们对

何为混合方法研究的理解可能千差万别,也就是说大家对什么是 1+1 的理解可能非常不同[10] 。 实际

上,关于如何在研究中混合与结合量化和质性要素,学界尚未达成共识。 在一般意义上,量化和质性

研究至少可在 6 个层面结合:数据、方法、设计、认识论、本体论、研究的实用目的。 在定义何为混合方

法研究时,研究人员的关切点颇为不同,如有人关注方法,有人关注研究过程,有人关注背后的哲学假

设,有人关注总体研究设计[10] 。 对不同层面 1+1 的理解,有助于我们理解奥韦格布兹所谓的多阶段

整合的理论基础,也有助于我们理解 1+1 的结果如何,即 1+1 到底等于几。
   

对于技术论者而言,混合方法意味着在研究中同时收集、分析与解释量化和质性数据。 他们只关

注研究的技术,而不去考虑研究可能涉及的哲学基础。 对于过程论者而言,混合方法不是技术,而是

包含着方法要素的研究过程,混合意味着在研究的每个阶段(从指导研究的哲学假设到对研究发现

的最终解释与报告)都结合量化和质性研究。 对于设计论者而言,混合方法意味着因循固定的路径

(或研究设计或方法论)同时收集、分析和使用质性和量化数据。 克雷斯韦尔等指出,混合方法研究

出现后的一个重要发展趋势是,不少研究人员开始尝试将混合方法嵌入传统的研究设计。 例如,民族

志学家会在自身的项目中同时收集质性数据(如访谈)和量化数据(如调查),并在项目进行的过程中

对两种数据同时进行分析[10] 。
   

对于哲学论者而言,具体方法是次要的,哲学假设才是重点。 这种关于混合方法的观点在英联邦

国家颇为盛行———有别于美国学者重视经验主义的研究传统,这些国家的学者更倾向于关注研究方

法上的哲学争论[10] 。 教育研究者一般都会有某种哲学假设(从哲学的角度理解使用特定方法的必要

性和可行性) ①。 研究人员通常首先要持有一个本体论以及一个可以与之兼容的认识论立场,然后才

能相应地做出研究设计和方法论决策[27-28] 。 对研究者而言,反思哲学假设有助于其建构清晰的框

架,指导实践,减少偏见。 对于读者而言,需要了解研究的认识论和本体论基础及其与研究决策之间

的关系,以理解研究并评估其主张的有效性。
   

关于混合方法的哲学假设,学界主要持有 3 种立场:无范式立场( aparadigmatic)、单一范式立场

( single
 

paradigm)和多元范式立场(multiparadigm)。 其中,无范式立场者主张搁置范式之争,指出混

合方法研究并不一定要有相应的哲学假设[29-30] 。 它虽然主张研究者应有基本的哲学立场,但不认为

特定哲学假设与某一研究方法之间就必然存在一一对应关系,并对哲学假设是否会对实际研究过程

产生影响持怀疑态度[28,31-32] 。 持无范式立场者认为,研究问题的选择应当优先于哲学立场的选择,这
意味着研究问题可以指导研究决策,并取代哲学作为研究的基础[33] 。 这种立场在研究中常表现为大

家所熟知的实用主义,即强调理论在研究中的工具属性。 持该立场的学者在教育学研究人员中最为

常见。 例如,科茨(Coates)曾收集并分析了 1
 

026 篇教育领域的混合方法研究期刊论文,指出其中仅

有 81 篇(7. 9% )对其研究设计的哲学基础作了讨论和说明[34] 。 这些研究或采取方法论折中主义,或
表现为方法论拿来主义。 方法论上的折中,即通过遵循一套既定规范的程序来混合质性和量化研究

方法以确保方法的恰当性,其背后的逻辑是只要程序正当规范,研究人员就无需担心方法论或其背后

·711·

教育研究中的混合方法研究:1+1 等于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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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假设有意识但不做选择,有些则是无意识。



的世界观问题。 方法论上的拿来主义主要表现为有意识或无意识地在同一世界观中混合不同的方法

论,因此有可能带来研究方法被误解和误用的风险。 这样,从哲学假设的层面来理解,1+1 中的加法

是否要做以及如何做,都需要再做慎重考虑。
   

单一范式立场者不断尝试去寻求最适合混合方法研究的哲学假设[35-36] ,其中最主流的策略是选

择一种可以同时兼容量化与质性方法的哲学系统,如批判现实主义(critical
 

realism)、变革范式( trans-
formational

 

paradigm)、表演范式(performative
 

paradigm)和某些形式的实用主义(pragmatism)。 批判现

实主义认为存在一个观念无涉的物质世界,并且指出“在理解现实时,对不同的对象和对象类别,在
不同的概念体系下有不止一种的科学意义上的正确理解方式” [37]265。 因此,批判现实主义支持以过

程为基础的质性方法来解释因果关系,并倾向于采用混合方法来验证发现的有效性[38] 。 持变革范式

者认为,存在多重社会建构的现实,且这些现实由权力关系和价值观所定义。 因此,审慎地混合使用

质性和量化方法有助于获得被边缘化的视角,进而为弱势群体赋能,帮助实现社会正义[39] 。
   

多元范式立场者尝试在研究中引入不同的哲学体系以相互补充。 也就是说,他们在研究中并不

止步于在方法层面进行混合尝试,还积极在同一研究中混合不同的哲学假设(这也是其与无范式立

场的实用主义的重要区别)。 持辩证立场者认为,有意识地混合并探索不同哲学假设之间的相互作

用,不仅是可行的,而且是有益的[22] 。 他们指出,混合方法研究为更好地揭示复杂社会现象提供了新

的视角与认识,甚至认为有些特定问题只能由混合方法来解决[37]265。 多元范式立场者坚持认为,不
同的哲学假设对不同的研究决策具有重要的指导作用,并努力探求在同一个研究中有意识、有意义地

将不同的方法决策与不同的哲学基础相结合的具体路径[40] 。 经过一段时间的发展,辩证立场形成较

为成熟的体系———被称为“辩证多元主义”。 辩证多元主义广泛认可并接受不同哲学立场的合法性,
认为应该积极欢迎不止一种哲学立场,以及不止一种研究方法和方法类型,进入同一个研究场域,并
在整个研究过程中相互尊重地进行对话[28] 。

   

研究人员应该根据自身研究的具体需求,灵活地采用和融合多种哲学假设和方法论立场,以促进

对研究主题更深入、全面的理解。

三、混合方法设计的五要素:如何在 1+1 = 3 的基础上实现 1+1 = 1
   

在操作层面,如何应用混合方法开展教育研究,各类引进的教科书都做过或详细或简洁的说明。
例如,由克雷斯威尔著、李敏谊译介的《混合方法研究导论》就简要地介绍了设计混合方法研究的工

作步骤,开展混合方法研究的基本设计方案和高阶设计方案,以及混合方法研究论文写作的基本结

构[41] 。 由克雷斯威尔与克拉克合著、游宇与陈福平译介的《混合方法研究:设计与实施》更为系统地

介绍了设计混合方法研究的原则,选择混合方法研究设计时所需的关键决策,以及主要的混合方法研

究设计类型,并介绍了混合方法研究设计的实例[42]37-98。 由约翰逊和克里斯滕森合著、马健生等译介

的《教育研究:定量、定性和混合方法》,按照开展教育研究的一般程序,分步骤地介绍了混合方法研

究的基本操作,包括如何开展文献综述并形成研究问题,如何撰写研究计划、抽样、收集数据、分析数

据、撰写研究报告等[43] 。
   

总体而言,在考虑如何应用和建构混合方法研究时,有三要素论和七要素论等观点。 三要素论认

为,开展混合方法研究时需要考虑 3 个基本要素:(1)研究中质性方法和量化方法的优先性;(2)质性

数据与量化数据之间的依赖程度;(3)质性研究与量化研究的时序安排。 然而,三要素论对研究设计

中质性和量化研究如何实现整合并未做出清晰回答。 七要素论认为,在开展混合方法研究时需要考

虑的要素包括:混合的目的、理论的位置、时序、整合点、总体设计的类型、固定式设计还是生成式设计

以及复杂性程度[44] 。
   

我们尤为关注舒南博穆(Schoonenboom)等所提的七大要素中的前 5 个(即应用混合方法的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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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哪些,在混合方法研究中如何考虑理论的位置,在开展具体研究设计时可考虑哪些时序设计,在研

究进程中有哪些整合点,混合方法研究设计的类型有哪些)及他们的理解。 同时,我们还尤为关注本

土教育研究中研究人员在应用混合方法研究时,在上述 5 个要素的考虑上有哪些特点。 为回答这一

问题,本研究分析了 2013—2023 年的中文教育研究文献。 在分析中文教育研究类文献、开展文献搜

索的过程中,我们以 2013—2023 年为时间范围,以“混合研究” “混合方法”等为篇名、关键词在中国

知网(CNKI)进行搜索,并将研究主题限定在教育研究领域,选择的文献类型既包括硕博士论文也包

括期刊论文。 在获得初步的文献名录后,我们又开展了文献筛选,核对收集到的文献的标题、摘要、关
键词、正文是否包括和应用了“混合研究” “混合方法”,最终获得 161 篇期刊文章和 136 篇硕博士学

位论文。 其后,我们又采用系统抽样法,从上述文献中抽取期刊文献 54 篇、硕博士学位论文 45 篇(合
计共 99 篇文献)。 在对文献进行分析时,我们以应用混合方法时需要考虑的 5 个基本要素为分析框

架,初步考察了已有文献在这 5 个方面的基本特征①。
   

(一)混合研究设计的目的
   

在教育研究中应用混合方法研究的总体目的是拓展或增强研究结论,以更好地回答研究问题。
研究指出,使用混合方法要有助于实现多重效度合法性(multiple

 

validities
 

legitimation) [45] ,即符合量

化、质性和混合方法所要求的效度组合。 为有效地回答不同类型的研究问题,在研究中使用混合方法

的目的自然不同。 在使用混合方法的目的上,存在不同的看法,较有代表性的论点包括格林

(Greene)等人在 1989 年提出的五目的论[22] 和布里曼在 2006 年提出的六目的论[46] 。 格林等人指

出,在研究中使用混合方法的目的主要有 5 个:互证、互补、发展、探路和拓展。 其中,互证通常是指在

研究同一现象的过程中,寻求通过不同方法所获得研究结果的收敛、确证和对应;互补是指研究者寻

求以一种方法所获的结果对另一种方法所获的研究结果进行阐述、增强、说明和澄清;发展是指寻求

使用一种方法获得的研究结果来为另一种方法的使用做准备,常见的准备如样本选择、研究实施以及

测量决策等;探路旨在发现悖论、矛盾和新视角,以一种方法探索出的问题或结果为基础,用另一种方

法再进一步探索;扩展是指试图通过应用不同的方法探索不同的研究版块以拓展研究的宽度和范围。
   

格林等人的分类得到后来者的不断丰富和发展,其中较有代表性的是布里曼。 他在格林分类的

基础上提出混合方法研究的六目的论:信度、情境、说明、有用性或提高研究结果的有用性、确证和发

现、观点的多样性[46] 。 其中,信度是指综合使用两种方法来提升研究结果的完整性;情境是指以质性

研究为基础,为调查中所涉的可推广和有外部效度的发现或变量间的关系提供背景信息;说明是指使

用质性数据说明量化研究发现———通常是为过于“干扁”的量化研究发现“补充血肉”;有用性是指提

升研究发现(通常是对策建议)的可用性———通常存在于应用取向浓厚的研究,在这种情况下,使用

两种方法的研究对实践者更为有用;确证与发现是指在单一项目中使用质性数据来生成假设,并使用

量化研究来对其进行检验;观点的多样性是指通过结合量化研究和质性研究,综合研究者和参与者的

视角,通过量化研究揭示变量间关系,同时通过质性研究揭示研究参与者的意义建构。
   

格林等人的五目的论对于认识在研究中使用混合方法的目的具有重要的意义,对于后来者结合

自己的需要开展研究实践也具有重要的指导价值。 本文以五目的论为框架分析了选中的 99 篇中文

教育研究文献,发现在使用混合方法的目的上,它们呈现如下特征:(1)开展研究设计时考虑互补目

的的文献最多(43 篇),其次是“拓展”(28 篇),再次是“互证”(24 篇)。 (2)一个值得关注的现象是,
在开展研究设计时,研究者一般不会如类型学划分时所提的拘泥于单一目的。 分析显示,在开展混合

方法研究设计时单目的实践者最多(58 篇),双目的实践也有相当的比例(22 篇),甚至有研究者要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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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篇混合方法研究中尝试实现 3 种目的(4 篇)、4 种目的(1 篇)(见表 2)。 当然,在单一混合方法研

究中,也并非要实现的目的越多越好,对于作者所声称的目的在多大程度上实现,也需要做更加系统

和审慎的评估。

表 2　 被抽样文献开展混合方法研究的目的

互证 互补 发展 探路 拓展 合计

单目的 7 23 8 3 17 58

双目的 12 15 7 3 7 22

三目的 4 4 1 0 3 4

四目的 1 1 0 1 1 1

含特定目的的文章总篇数 24 43 16 7 28 85(另有 14 篇无法归类)

(二)混合研究设计中理论的位置
   

理论是对事件、行为或现象中规律的解释。 就其本质而言,它是一般性的。 简单来说,科学体系

是由科学方法生产出来的“理论”的集合。 理论的基本作用在于帮助我们描述、预测或解释某些事情

的发生[47] 。 预测涉及相关性,但解释则涉及理解因果关系。 一般而言,社会科学研究均需要一个较

为明确的理论框架。 理论框架是整个研究的“蓝图”和指南,指导我们如何从哲学论、认识论、方法论

上认识自己的研究[48] ,因而它还必须合身———针对具体的研究问题做逻辑一致的简单回答[49] 。 与

成熟的理论一样,作为尚未验证的理论雏形,理论框架也包含概念、命题、边界条件和前设,是指导研

究的结构,该结构的基础是理论,即我们使用既有概念和关系判断对特定现象的解释。
   

教育研究有两种常见目的:一种是探索与描述;另一种是检验与预测。 以探索与描述为目的的研

究往往是质性研究,通常通过归纳法生成理论;以检验与预测为目的的研究通常是量化研究,通常通

过演绎法检验理论。 在典型的质性研究和量化研究中,一般都会有一个明确的理论框架或模型。 然

而,在混合了两种方法的研究中,理论的位置(例如,理论的作用是什么,又如何生成或检验理论)自

然成为问题。 莫尔斯(Morse)等主张在探讨混合方法研究中的指导性理论时,更倾向于采用理论驱

动( theoretical
 

drive)而非理论框架或模型。 他们指出,在开展混合方法研究设计、考虑理论的位置时,
要明确研究中的核心模块和补充模块。 其中,核心模块是指分量更重、能够自成一体的部分,在研究

中,具体的理论驱动由核心模块的情况而定。 例如,假如一项混合方法研究以质性研究为核心模块,
那么归纳法便要成为该研究的理论驱动模式;在以量化研究为核心模块的混合方法研究中,演绎法为

该研究的理论驱动模式[50] 。 上述观点虽然在混合研究设计的过程中极富指导意义,但也备受挑战。
例如,舒南博穆等人提出上述做法只适合面对单一问题的研究,而且它也假定量化和质性研究在混合

研究中占据着不平等的位置[44] 。 实践中,在不少混合方法研究中,量化和质性研究的分量相当,因而

模块核心和补充模块的说法难以成立。
   

舒南博穆等人进而指出,如果一项混合方法研究包含了多个研究问题,可以同时存在多个理论驱

动[44] 。 当质性研究模块和量化研究模块在研究设计中占据同等重要的分量时,在不同的阶段则有不

同的理论驱动模式。 例如,在一项研究中,如果第一个模块是质性研究,则可以按照质性研究的理论

驱动模式开展;第二模块是量化研究,则可以按照量化研究的理论驱动模式开展。 基于此,约翰逊等

人提出混合方法研究设计的 3 种理论驱动模式,包括质性主导模式、量化主导模式以及视阶段而定模

式[51] 。 在质性主导或驱动模式中,研究者信奉的是对研究过程的建构主义 / 后结构主义 / 批判主义理

解,认为加入量化模块对研究总体有帮助。 在量化主导或驱动模式中,研究者信奉对研究过程的后实

证主义理解,认为加入质性模块对研究总体有帮助。 在视阶段而定模式中,研究者认为质性和量化研

究部分的位置同等重要。 他们信奉的是混合方法研究的逻辑和哲学,认为两个部分相得益彰,理论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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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模式的选择需要根据研究实施的具体阶段和需要而定。
   

以约翰逊等人提出的 3 种理论驱动模式为分析框架,我们对被抽中的 99 种中文教育研究文献进

行分析后发现:(1)未声称和难以判断采用了什么理论驱动模式的文献在所有文献中占据相当的比

例(20 篇),其中部分原因或在于,在相当长一段时间内,经验性的中文教育研究较为轻视理论生成或

发展,又或者是研究者难以决断在混合方法研究中理论的位置。 (2)在声称研究中有理论支持的研

究中,量化主导 / 驱动模式和质性主导 / 驱动模式的数量基本相当,分别为 23 篇与 21 篇(见表 3)。

表 3　 被抽样文献的理论驱动模式

类型 质性主导 / 驱动 量化主导 / 驱动 视阶段而定 未声称 / 难判断

数量 21 23 35 20

(三)混合研究设计的时序
   

在混合方法研究中,时序是个必须考虑的重要问题。 时序意指混合方法研究中量化和质性部分

的时间关系。 在经典的教科书中,当提及混合方法研究中的时间安排时,一般存在并行设计和顺序设

计两种类型。 其中,并行设计是指在研究过程中,研究者同时开展量化和质性部分的研究;顺序设计

是指研究者在研究过程中,在第一阶段使用量化或质性方法中的一种开展研究,而在下一个阶段使用

另一种方法开展研究。 然而,在更为复杂的研究中,研究可能分更多阶段展开,在不同的阶段,研究者

可能交替或者同时使用量化或质性方法。 也就是说,一项混合方法研究可能是部分并行、部分顺序的

复杂组合设计。
   

对此,舒南博穆等指出,并行和顺序的类型学划分实际上只考虑了先后顺序。 在时序问题中,另
一个重要的维度是依赖程度,即一个部分是否依赖于另一个部分的数据分析结果[44] 。 格斯特

(Guest)也认为在考虑混合方法研究的时序时应当同时考虑两个维度,即共时性和依赖程度[52] 。 共

时性维度主要是指质性研究和量化研究的时间安排。 在并行设计中,质性研究和量化研究同时执行;
在顺序设计中,可以是量化研究先于质性研究,反之亦然。 依赖程度存在相互依赖和相互独立的两种

情况。 在前一种情形下,第二模块的实施依赖第一模块的数据分析结果;在第二种情形下,量化模块

和质性模块的实施并不相互依赖或将某种结论当作既定前提。 例如,在一项典型的以探路为目的研

究中,深度访谈资料的分析可能在很大程度上影响后续量化调查的问卷设计和抽样策略;在一项典型

的以拓展为目的的混合方法研究设计中,量化调查和深度访谈资料的分析完全可以独立展开。
   

在关于混合方法研究的经典文献中,在考虑时序问题时,基本的假设是一项研究要么是并行和独

立的,要么是顺序和依赖的,即时间安排上的并行也就意味着两部分相互独立,时间安排上的顺序也

就意味着两部分的相互依赖。 然而,舒南博穆等人又指出,当谈及共时性时,更多涉及的是数据收集

的时间安排;当谈及依赖性时,更多地涉及的是一部分的展开是否依赖另一部分的数据分析结果[44] 。
因而混合研究设计时序应包括 4 种可能的类型,即并行且独立、并行且依赖、顺序且独立、顺序且依

赖[53]466-494(见表 4)。

表 4　 混合研究设计时序的类型

类型 释义

并行且独立 数据收集同时进行;数据分析相互独立

并行且依赖 数据收集同时进行;数据分析相互依赖

顺序且独立 数据收集前后相继;数据分析相互独立

顺序且依赖 数据收集前后相继;数据分析相互依赖

　 　 本文以上述类型学划分为分析框架,对被抽中的 99 种中文教育研究类文献进行分析,有两个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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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尤为值得关注:(1)在所有研究中,主导性的时序设计模式是顺序且依赖型的(58 篇),其他几种类

型的时序设计比例相当且相对较小。 例如,并行且独立、并行且依赖、顺序且独立的分别只有 9 篇、11
篇和 9 篇。 上述发现可能意味着本土研究人员在混合方法研究设计的时序考虑上存在一定的偏好。
其次,有相当一部分研究没有对自身的时序考虑进行交代,也很难加以判断(12 篇) (见表 5)。 事实

上,对于提升研究的透明度而言,对此进行明确交代非常必要。

表 5　 被抽样文献的时序类型

类型 并行且独立 并行且依赖 顺序且依赖 顺序且独立 无法分类

数量 9 11 58 9 12

(四)混合研究设计的整合点
   

在混合方法研究具体的操作过程中,量化和质性研究势必相交于一点或数点,有学者将这些相交

的地方叫做接合点(point
 

of
 

interface) [51-52] 。 接合点的存在是混合方法研究区别于其他研究设计的

典型特征,也是“混合”的意义所在。 不过,有研究者指出,使用“整合”比简单地使用混合一词反而更

佳,因为混合方法研究中方法的交替使用不只是简单的混合而是有意地实现整合(如注意如何处理

交互关系),以更好地回答研究问题。 如此,将量化和质性研究相交于一点或数点的地方称之为“整

合点”似乎更为合适。
   

舒南博穆等指出,传统上认为混合方法研究一般有两个整合点:结果整合点和分析整合点。 在大

部分情况下,研究者在开展研究工作时选择的都是结果整合,即在写下第一模块的结果后,再增加和

整合第二个模块的结果进行联合呈现。 分析整合的典型案例既可以在对质性研究模块的数据进行初

步的分析之后,紧接着对其中重要的发现进行量化分析,又可以考虑在对量化部分的数据进行分析之

后,再进行质性的分析(如在发现因果关系之后,对因果关系发生的具体机制进行分析)。
   

不过,也有研究指出,混合方法研究应当存在至少两个整合点,在研究开展的不同阶段都可以开

展整合。 特德利等人指出,混合方法研究至少可以分为 4 个阶段:概念化、数据收集、数据分析和推

理。 在每一个阶段,都可以进行整合。 例如,在数据收集阶段,可以以质性研究为基础发展研究工具

(开发问卷)以支持量化调查,也可以以量化调查为基础,界定合适的样本范围和抽样标准以发展质

性样本。 舒南博穆等人甚至提出混合方法研究设计的整个过程(包括研究目的、问题、理论、分析和

结果等地方)都可以成为整合点。 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可以把整合点这一概念理解为“在混合方法

研究中两个或多个研究组件以某种方式混合或链接的地方” [44] 。 为此,质性研究与量化研究整合起

来的方式主要包括 4 种:(1)合并两个数据集;(2)将第一组数据的分析与第二组数据的收集结合到

一起;(3)在一个更大的研究设计或过程中,嵌入一种形式的数据;(4)运用一个统一的框架(理论框

架或程序)来整合多组数据。 实践中,有创造力的研究者可以开展多种尝试。 然而,从本质上看,研
究者需要将整合视作基于研究目的、比较和汇总不同研究模块内容的尝试。 整合的标志是:(1)有说

明,即以一模块的内容说明另一模块;(2)有互证,了解质性和量化研究的结果趋同、收敛;(3)有解

释,即对影响发生的过程机制进行说明;(4)有发展,即基于对目标群体的质性研究来调整量化工具、
模型或解释。

   

舒南博穆等人关于整合点的提法极具理论意义,不过对于认识研究实践而言太过细致。 本文尝

试以莫尔斯等人提出的分析整合、结果整合为分析框架对被选中的 99 篇论文进行分析,有两点发现

值得关注:(1)所有文献中采用结果整合(59 篇)的文献数量远高于分析整合的文献数量(27 篇);
(2)有 13 篇文献无法进行归类,其中主要原因是这些文献没有对质性数据和量化数据的分析进行充

分说明(见表 6)。

表 6　 被抽样文献的整合点类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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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型 分析整合点 结果整合点 无法分类

数量 27 59 13

(五)混合方法研究设计的类型
   

舒南博穆等人曾较为系统地对混合方法研究设计的类型进行了类型学划分[44] ,他们发现,较为

主流的划分类型主要包括克雷斯维尔等的六分法[42]37-98,特德利等的五分法[54]81-333,莫尔斯等的四分

法(实际上共提出 8 种类型,但其中 4 种属于多方法) [50]39-46 以及约翰逊等人的九分法[53]466-494。 这些

不同类型学的具体内涵可参考表 7 至表 9。 不难看出,克雷斯维尔等的六分法很好地呈现了混合方

法研究中的时序以及量化和质性部分各自的功能,但其对量化和质性研究在总体设计中的相对重要

性(孰轻孰重)并没有予以充分展现。 特德利等的五分法展现了混合方法研究中的时序,却对量化和

质性部分在总体研究设计中的功能考虑不足。 其特别之处有两点:一是体现了一种特别的混合方法

研究类型———转化混合设计;二是体现了混合研究的复杂性———可以是多层的,也可以在不同阶段进

行全方位整合。

表 7　 克雷斯维尔等对混合方法研究的六分法[42]37-98

类型 含义

聚合平行设计
在该类设计中,质性研究和量化研究模块分别独立展开,在最终的数据解释中,汇合研究

结果

解释顺序性设计
在该类设计中,在研究的第一阶段开展量化数据收集和分析,然后再进行质性数据收集

工作,以后一阶段搜集的数据解释第一阶段的结果

探索顺序性设计
在该类设计中,在研究的第一阶段开展质性数据收集和分析,然后开展量化数据收集以

检验和推广质性研究结果

镶嵌设计 在传统的质性或量化研究设计中,加入一点其他类型研究,以增强整体设计

变革性设计
在该类设计中,以变革性的理论框架(如女性和批判理论),指导量化和质性模块的互动、
优先级、时序和混合

多阶段设计 在该类设计中,在研究的不同阶段交替使用平行和顺序性设计

表 8　 特德利等对混合方法研究的五分法[54]81-333

类型 含义

平行混合设计

在该类设计中,有两个或更多平行的定量和质性研究模块,他们之间或有一点极短的时

间间隔或同时展开。 在数据分析时,各部分数据分析单独展开,其后再将各部分的研究

结果进行整合,目的是解答相互关联的定量和质性研究问题或解决同一混合研究问题的

不同方面

顺序性混合设计

在该类设计中,质性和定量模块在时间上前后相继,后一阶段研究的程序或问题依赖于

前一阶段的研究结果;不同阶段的研究问题相互关联,有时甚至是递进关系———在研究

过程中发生演变

转换混合设计
在该类设计中,混合发生的情形是将一种类型的数据转换为另一种类型的数据并进行分

析,如此,额外的发现将有助于增强研究结果,旨在回答同一研究问题的相关方面

多层混合设计
在该类设计中,质性或量化研究或平行或顺序展开,混合主要体现在多层面的分析上,研
究者通过整合量化和质性数据,以回答同一研究问题或相关问题的相关方面

完全整合混合设计
在该类设计中,混合以交互方式在研究的所有阶段发生。 在每个阶段,一种方法会影响

另一种方法的应用

表 9　 约翰逊等对混合方法研究设计的九分法[53]466-494

类型 含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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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地位并行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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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质性

 

+
 

量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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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ncurrent
 

design
质性主导 / 驱动的平行设计

QUAN
 

+
 

qual
(量化

 

+
 

质性)
quantitatively

 

driven
 

concurrent
 

design
量化主导 / 驱动的平行设计

QUAL
 

→QUAN
(质性→量化)

equal-status
 

sequential
 

design
同地位顺序设计(先质后量)

QUAN
 

→QUAL
(量化→质性)

equal-status
 

sequential
 

design
同地位顺序设计(先量后质)

QUAL
 

→quan
(质性→量化)

qualitatively
 

driven
 

sequential
 

design
质性主导 / 驱动的顺序设计(先质后量)

qual
 

→
 

QUAN
(质性→量化)

quantitatively
 

driven
 

sequential
 

design
量化主导 / 驱动的顺序设计(先质后量)

QUAN
 

→
 

qual
(量化→质性)

quantitatively
 

driven
 

sequential
 

design
量化主导 / 驱动的顺序设计(先量后质)

quan→QUAL
(量化→质性)

qualitatively
 

driven
 

sequential
 

design
质性主导 / 驱动的顺序设计(先量后质)

　 　 莫尔斯等的类型学划分以及约翰逊等人的类型学划分的特别之处在于,两者同时考虑了时序、质
性和量化研究的地位与功能,并以简易的公式表达出来。 在他们的公式中,单词 quantitative(量化)和

qualitative(质性)分别被简写成 quan 与 qual。 在具体的研究设计中,当某个部分的地位更重要时,便
用大写的形式表达出来,如 QUAN 与 qual;当两个部分的地位同等重要时,便同时用大写的形式表达

出来,如 QUAN 与 QUAL。 他们还分别用符号“ +”和“→”来表达时序关系,“ +” “→”分别代表了并

行的时序关系和顺序的时序关系。
   

考虑中文文献中还没有类似的表达,我们建议可以考虑在具体的中文表述中,直接以量化和质性

分别替代 QUAN 与 QUAL,并以黑体加粗表达两个部分的相对重要性;如果两个部分的地位同等重

要,便同时不加粗。 这样就可以获得一个中文读者易于理解的关于混合方法研究的表达公式。 不过

舒南博穆等人指出,莫尔斯等人的类型学划分并没有考虑混合研究的多阶段性特征,如此,就需要一

个更加复杂的能够表明多阶段特点的类型学划分结果。 既然已有一个建议的表达公式,就可以表达

更为复杂的混合方法研究设计。 例如,一项研究可能存在 3 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同地位并行设计,
而后再依次是顺序的质性和量化设计,那么便可以以(质性+量化→质性→量化来尝试表达其设计上

的特点。 这也等于留给了研究者开展创新的空间———不必拘泥于已有的类型学划分。
   

根据约翰逊等的混合方法研究设计类型学划分,我们对获得的 99 篇中文文献进行了分析,有几

个发现值得关注:(1)在所有文献中,在设计类型上,较多采用的是同地位顺序设计(先量后质) (29
篇)和质性主导 / 驱动的顺序设计(先量后质);(2)在时序上,采用顺序性设计的研究更多(74 篇),其
中,采用先量后质设计时序研究的研究设计又占绝大多数(55 篇),而采用并行设计的研究总体上偏

少(13 篇);(3)在所有文献中,量化和质性主导 / 驱动的混合研究数量基本相当(见表 10)。

表 10　 被抽样文献混合研究设计的类型

类型
质性+
量化

质性+
量化

量化+
质性

质性→
量化

量化→
质性

质性→
量化

质性→
量化

量化→
质性

量化→
质性

无法分类

数量 2 1 10 6 29 5 8 8 18 12

四、小结和讨论
   

传统上,在应用混合方法研究时,研究者颇为强调在同一研究中进行方法叠加(1+1 = 2),或者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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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通过叠加以使它们互为增值(1+1 = 3),但两者的二元割裂依然存在。 新近,研究者主张在混合使用

量化和质性研究时应当实现两者更为全面的整合,在研究过程的每一步都做到协同(既要 1+1 = 3,也要

1+1 = 1)。 本文结合新近文献较为系统地对混合方法研究发展的新认识和概念的多层次理解进行梳

理,以为上述认识提供认识论基础。 研究发现,关于混合方法研究的历史,存在小历史和大历史两种

历史观,小历史观重视研究人员的概念化尝试,大历史观重视研究人员的实际混合尝试。 前者将混合

方法研究的历史追溯到 20 世纪 70 年代,后者将混合方法研究的历史追溯到 19 世纪末甚至是原始经

验主义哲学家那里。 在定义何为混合方法研究时,研究人员的关切点颇为不同。 混合方法研究的混

合不应局限在数据分析与整合上,而应体现在更为上位层面的方法、过程、设计以及哲学假设上的整

合与协同,研究者需要在不同层面结合自身需要进行专门考虑。
   

为在 1+1 = 3(方法的混合)的基础上做到 1+1 = 1(方法的整合),在应用混合方法开展研究时,需
特别注意以下 5 个要素:应用混合方法的目的,应用混合研究时理论的位置,在应用混合方法时如何

考虑时序,如何考虑整合点以及混合研究设计的基本类型。 本研究不仅介绍了既有研究对已有实践

所做的一些基本类型学划分,并分别就其优势及不足做了介绍,以供研究人员在开展研究时做具体参

考和选择,还分析了近 10 年中文教育研究类文献如何尝试使用混合方法研究,以为如何开展混合研

究设计、在 1+1 = 3 的基础上做到 1+1 = 1 提供参考。 结果发现,在开展混合研究设计时,考虑互补目

的的文献最多,其次为“拓展”和“互证”,研究者在开展研究设计时一般不会拘泥于单一目的,但对于

研究者所声称的目的是否实现以及在多大程度上实现,还需进行系统评估。 在声称研究中有理论支

持的研究中,量化主导 / 驱动模式和质性主导 / 驱动模式基本相当。 在时序考虑方面,在所有研究中主

导的时序设计模式是顺序且依赖型的。 在结合点上,采用结果整合的文献数量占比远高于分析整合

的文献数量。 在混合方法研究设计类型的选择上,已有文献采用较多的同地位顺序设计(先量后质)
和质性主导 / 驱动的顺序设计(先量后质),且量化和质性主导 / 驱动的混合研究数量基本相当。 此

外,无论是在目的、理论的位置还是时序、整合点和总体设计上,未声称和难以判断具体实践的文献数

量均占所有文献相当的比例。 基于上述发现,我们认为,在开展研究的过程中,应当重视混合研究中

理论的作用,采用适当的理论驱动模式指导研究;可以考虑更多的时序排列,尝试在研究过程中实践

多点整合。 同时,在开展混合方法研究实践时,应当重视在这些维度上做细节说明,以为后来者的探

索积累经验。 正像上文中提到过的,混合方法研究的应用虽然已经有多年的历史,但有意义的整合与

协同需要在上述各个层面做更清晰的交代,否则就有可能掉入方法论折中主义或拿来主义的窠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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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The
 

field
 

of
 

educational
 

research
 

is
 

a
 

primary
 

field
 

for
 

the
 

application
 

of
 

mixed
 

methods
 

research.
 

Traditionally,
 

researchers
 

have
 

placed
 

more
 

emphasis
 

on
 

the
 

superposition
 

of
 

methods
 

(1+1 = 2)
 

when
 

applying
 

mixed
 

methods
 

in
 

research.
 

However,
 

with
 

the
 

continuous
 

advancement
 

of
 

practice,
 

there
 

is
 

an
 

increasing
 

emphasis
 

on
 

integrating
 

quantitative
 

and
 

qualitative
 

research
 

in
 

the
 

same
 

study
 

to
 

make
 

them
 

mutually
 

beneficial
 

(1+1 = 3) .
 

In
 

practical
 

application,
 

the
 

binary
 

separation
 

in
 

mixed
 

method
 

practice
 

should
 

be
 

overcome,
 

and
 

collaboration
 

should
 

be
 

achieved
 

at
 

every
 

step
 

of
 

the
 

research
 

process
 

(both
 

1+1= 3
 

and
 

1
+1 = 1) .

 

The
 

mixing
 

in
 

mixed
 

method
 

research
 

is
 

not
 

only
 

a
 

technical
 

mixing,
 

but
 

also
 

a
 

mixing
 

of
 

philosophical
 

assumptions,
 

research
 

processes,
 

and
 

overall
 

research
 

design.
 

To
 

achieve
 

1+1 = 1
 

on
 

the
 

basis
 

of
 

1+1 = 3,
 

special
 

attention
 

should
 

be
 

paid
 

to
 

the
 

following
 

five
 

elements
 

when
 

applying
 

mixed
 

methods
 

in
 

educational
 

research:
 

what
 

is
 

the
 

purpose
 

of
 

applying
 

mixed
 

methods,
 

how
 

to
 

consider
 

the
 

position
 

of
 

theory
 

in
 

mixed
 

method
 

research,
 

how
 

to
 

consider
 

time
 

sequence
 

when
 

conducting
 

specific
 

research
 

design,
 

what
 

integration
 

points
 

are
 

there
 

in
 

the
 

research
 

process,
 

and
 

what
 

overall
 

design
 

can
 

be
 

selected
 

when
 

conducting
 

research
 

work.
 

Local
 

education
 

researchers
 

should
 

clearly
 

explain
 

the
 

elements
 

of
 

purpose,
 

theoretical
 

drive,
 

and
 

timing
 

when
 

applying
 

mixed
 

methods
 

for
 

research,
 

attempt
 

to
 

explore
 

multi-purpose
 

design,
 

attach
 

importance
 

to
 

theoretical
 

production,
 

actively
 

explore
 

multiple
 

temporal
 

combinations,
 

and
 

focus
 

on
 

multi-point
 

integration.
Key

 

words:mixed
 

methods
 

research;
 

educational
 

research;
 

research
 

methodology;
 

integr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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